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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创业试点何以提升县域经济活力?
———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

薛　 阳1,刘会超1,胡丽娜2

(1. 内蒙古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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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返乡创业为代表的“雁归经济”为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开展支持农

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不仅要促进返乡创业活动,还需发挥好返乡创业的消费增长、经济集聚、
金融发展、结构升级等积极效应,以有效激发县域经济活力。 采用 2012—2023 年中西部地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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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县和县级市的数据,以夜间灯光强度均值衡量县域经济活力,将返乡创业试点作为外生政策冲

击,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分析发现:实施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试点县域的经济活力;返
乡创业试点能通过促进消费增长、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3 条路径提升试点县域经济活力,但未

能产生显著的经济集聚效应;返乡创业试点的经济活力提升效应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

县域、未开通高铁的县域、信息化水平较高的县域更显著。 因此,应持续推进并完善返乡创业试点

政策,并积极改善县域基础设施和发展环境,逐步扭转劳动力和资源持续外流的现象,以充分发挥

返乡创业的积极效应,不断提升县域经济活力。
关键词:雁归经济;消费增长;金融发展;经济集聚;产业结构高级化;双重机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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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和促进

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2025 年

12 月 10 日至 11 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统筹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和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与地区人力资本密切相关。
但在改革开放后,大城市的“虹吸效应”促使县域地区大量劳动力流出,导致县域经济发展普遍缺乏足够

的活力。 随着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发展,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调整,大城市对于传统劳动力的

吸纳能力逐渐下降。 尤其近年来,劳动力回流趋势明显,其中,“返乡创业”现象特别值得关注。 据农业

农村部统计数据,从 2012 年到 2022 年底,返乡创业人员累计达到 1
 

220 万人,截至 2024 年底,这一数字

已近 1
 

300 万人,预计到 2025 年底有望突破 1
 

500 万人。 由改革开放之初的“走出去、挣钱去、解放思想

去”,到“雁归经济”如火如荼,“打工经济”逐渐转向“创业经济”,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

象、新形势。 那么,在县域经济发展实践中,返乡创业是否有效提升了县域经济活力,尤其是其如何激发

县域经济活力,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活力的影响因素,国内文献主要从省域、城市和县域 3 个层面展开实证分析。 在

省域层面,固定资产投资一直以来对经济活力发挥着正向促进作用,但老龄化会降低经济活力(逯进
 

等,2019) [1] ;贸易便利化能够通过扩大对外贸易规模显著提升地区经济活力(陈雨
 

等,2024) [2] ;物流业

集聚显著提升了本地经济活力,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卢国琪
 

等,2025) [3] ;政府与市场协同驱动

是提升经济活力的重要路径(赵聪慧
 

等,2025) [4] 。 在城市层面,城市紧凑度的增强可以通过提高科技

创新水平与居民收入水平促进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经济活力提升(陈涛
 

等,2021) [5] ,城市群的空间功能

分工有助于提升城市经济活力(刘宁宁,2022) [6] ,电子政务发展、营商环境改善、贸易便利化以及大型体

育赛事的举办均能有效激发城市经济活力(段永彪
 

等,2023;沈金生
 

等,2023;詹新宇
 

等,2023) [7-9] ,数
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强化城市生产能力(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区域创新水平)、激发城市消费

潜力(保障居民生活水平和增加居民发展机会)、增强城市投资动力(促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营造良好

营商环境)提升城市经济活力(吴本健
 

等,2024) [10] ,智慧税务建设可以通过提高税负公平程度、增加财

政收支和降低企业税负显著激发城市经济活力(游家兴
 

等,2025) [11] 。 在县域层面,区域一体化通过经

济联系增强机制、产业结构升级机制以及市场活力激发机制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提升(吴志祥
 

等,2024) [12] ,农村产业融合则通过提高乡村创新水平和创业活跃度来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孟维福
 

等,2025) [13] 。 总体来看,县域层面的研究相对薄弱,且缺乏对返乡创业影响县域经济活力的实证检验。
尽管已有文献未直接考察农民工返乡创业对县域经济活力的影响,但相关研究普遍认同返乡创业

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主要作用可以归纳为要素改善、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三个方面:一
是从要素回流与配置效率来看,返乡创业是破解县域经济“要素瓶颈”的关键路径。 返乡农民工携带的

资金、技术与市场经验可以有效填补县域资本与人力资源的供给短缺,从而有效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汤

龙
 

等,2024;史新杰
 

等,2025) [14-15] ,且该效应在外出农民工较多、要素禀赋相对薄弱的中西部县域尤为

显著(黄祖辉
 

等,2022) [16] 。 二是从产业结构来看,返乡创业能够推动县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返乡创

业活动不仅能够催生农村特色产业(如农产品加工和乡村旅游等),还能够通过产业链延伸促进一二三

产业融合,从而实现县域产业结构的整体跃升(魏滨辉
 

等,2023;邓金钱
 

等,2023;郭东
 

等,2024) [17-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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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从经济增长来看,返乡创业通过吸纳就业、提升收入的传导链为县域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 返乡

创业能够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就业,并通过“创业带动就业”的示范效应扩大就业规模,缓解县域就

业压力(辜胜阻
 

等,2009) [20] ;同时,返乡创业能通过促进就业和盘活闲置要素促进农民增收,为县域经

济增长奠定了微观基础(郑兆峰
 

等,2025) [21] 。 但也有研究发现返乡创业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发

挥存在诸多障碍,比如:创业主体的个人素质整体偏低,在运用直播、电商等网络化平台时存在技能短

板,导致创业项目的市场拓展能力受限(蒲晓轩
 

等,2024) [22] ;城乡之间在意识观念和文化习俗等方面存

在显著差异,导致返乡创业活动面临较大阻力,制约了其县域经济促进效应的发挥 ( 肖翔尹
 

等,
2022) [23] 。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针对返乡创业、经济活力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虽然一些

文献从不同侧面(如就业、收入、产业结构以及金融约束等)揭示了返乡创业与县域经济活力的关系,但
还缺乏返乡创业影响县域经济活力的直接经验证据。 有鉴于此,本文基于中西部地区 17 个省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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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县和县级市 2012—2023 年的面板数据,以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以下简称“返乡创业

试点”)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分析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试点县域经济活力的影

响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一是在理论层面,基于“政策—实践—绩效”的传导路径,
探讨了返乡创业试点政策通过促进返乡创业活动,进而以返乡创业活动的消费增长效应、经济集聚效

应、金融发展效应、结构升级效应提升县域经济活力的理论机制,回答了返乡创业试点如何激发县域经

济活力的问题,有助于深入理解返乡创业与经济活力之间的关系,并为进一步完善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和

充分激发县域经济活力提供了理论指导;二是在实证层面,通过双重机器学习进行政策效应识别,为返

乡创业试点的经济活力提升效应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并进一步从数字普惠金融、交通设施、信息化

水平等方面考察了返乡创业试点影响经济活力的异质性,为地方政府通过制定差异化政策有效激发经

济活力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1. 政策背景

从“外出打工潮”到“返乡创业潮”的转变,既源于农民工在外务工的资金、技术与市场经验积累,也
顺应了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现实需求。 为了进一步支持和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于 2016 年 2 月发布《关于同意河北省威县等 90 个县(市、区)结合新型城镇化开

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的通知》,开启了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试点工作。 同年 12
月和 2017 年 10 月又分别公布第二批和第三批返乡创业试点地区,试点地区达到 341 个,其中,东部地区

65 个,中西部地区 276 个(见表 1)。 随着试点范围的不断扩大,返乡创业试点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截至 2020 年 10 月底,各试点地区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总量超过 280 万人,累计创办市场主体 225 万个,带
动就业近 980 万人①。 以外出务工大省河南省为例,2020 年底,21 个试点县返乡创业人员达到 57 万人,
创办市场主体 39 万个,带动就业 248 万人②。 据统计,截至 2024 年底,河南省全省返乡创业人员已有

136. 4 万人,带动就业高达 760. 9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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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资料来源:央视网,http: / / gongyi. cctv. com / shuangchuang2020 / fgw / fxcy / index. shtml。

 

资料来源:河南省人民政府网站,https: / / www. henan. gov. cn / 2020 / 10-27 / 1837373. html。



表 1　 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分布情况

批　 次 时间 东部(个) 中部(个) 西部(个) 合计(个)

第一批试点地区 2016 年
 

2
 

月 20 32 38 90

第二批试点地区 2016 年 12 月 21 42 53 116

第三批试点地区 2017 年 10 月 24 52 59 135

合计 65 126 150 341

　 　 数据来源:根据有关公开政策文件整理。

返乡创业试点与返乡创业活动构成一种“政策引导”与“实践响应”的互动关系。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

指农民在城市经历一定时期的务工生活后,选择返回乡村、小城镇或县城,依托在外积累的资金、技术、
信息等资源开展创业活动的实践行为(李春生

 

等,2018) [24] 。 返乡创业往往具有分散性、自发性和风险

不确定等特征,易受县域资源禀赋限制,通常面临启动资金不足、融资渠道狭窄、创业流程繁琐以及基础

设施和服务不足等发展桎梏,导致其规模化发展和经济带动效应的发挥受到较大制约。 返乡创业试点

政策通过将特定县域划入试点范围,以系统性的政策设计与资源倾斜(如财政补贴、土地制度改革和金

融创新等)为返乡创业活动提供制度保障、资源支持以及风险缓释等,旨在通过政策干预降低返乡创业

的门槛、优化返乡创业的环境,引导返乡创业活动从“无序自发”向“有序高效”转变,从而促进返乡创业

的规模扩大和持续发展,并充分发挥返乡创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效应。

2. 返乡创业试点对县域经济活力的影响

返乡创业试点是破解返乡创业发展桎梏的有效政策工具,返乡创业活动则是试点政策转化为经济

活力的实践依托。 面对返乡创业活动存在的现实阻碍,试点地区政府通过采取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持续

为返乡创业活动赋能,包括:一是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协同发力。 一方面,通过税收减免、创业补贴等直

接降低返乡创业成本;另一方面,引导金融机构下沉,推动开展“乡村创业贷”“风险补偿基金”等特色金

融产品服务,有效缓解返乡创业活动的融资约束。 二是优化土地要素供给方式。 通过建立“农村土地流

转中心”等提供一站式服务,简化土地使用流程,同时引入社会资本,积极探索土地托管、土地入股等模

式,充分保障返乡创业活动的土地供给。 三是完善基础设施与创业服务。 通过公路升级、物流站点建

设、农村电网和宽带建设等,为返乡创业活动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通过配套乡镇学校、卫生院、文
化活动中心等吸引人才回流,并加强创业指导与职业技能培训,在提升创业者能力的同时优化劳动力结

构,为返乡创业提供充分的人力资本支持。
在试点政策的指引支持下,劳动力回流持续加速,进而为县域经济活力提升注入了强劲动力。 返乡

创业者兼具农村禀赋与城市经验:一方面,可利用在城市积累的技术、管理和市场经验及业缘、友缘等社

会网络关系(徐帆
 

等,2025) [25] ,获取准确的市场信息和更多的创业机会;另一方面,能够挖掘和利用农

村的潜在优势(如特色农产品、旅游资源等),发展符合当地特色的产业项目。 尤其在经济发展潜力较

大、创业机会较多的中西部地区,随着返乡创业活动和创业主体的增加,不仅自身能够增加经济总量,而
且还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产业发展是经济活力的核心来源,能够在促进非农就业的同时提高居民

收入水平,从而激发消费活力,提升县域经济活力。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1: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试点县域的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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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返乡创业试点提升县域经济活力的机制

(1)消费增长效应。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县域的返乡创业活动,而返乡创业活动的增

加会直接拉动本地消费的增长。 一方面,返乡创业活动会产生办公场地租赁和装修、业务交流以及餐饮

接待等的消费需要,带动创业地的房地产、餐饮服务等相关产业发展;另一方面,返乡创业创造了就业机

会,能够拓宽本地居民的收入渠道,显著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 同时,返乡创业带来的就业岗

位增加和收入水平提高有助于抑制中青年劳动力的外流,进而通过留住更多具备较强消费能力的群体,
从需求端扩大本地消费市场规模;返乡创业者熟悉农村又有城市生活经验,能够精准捕捉本地多元化的

消费需求,进而通过提供适应市场需求的消费产品,从供给端推动消费增长。 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对
休闲娱乐等高层次消费的需求增加,会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出更多的岗位,从而进一步提高居民

收入水平。 因此,返乡创业带来的消费体量增加、消费水平提高以及消费供给多元化能够带动本地产业

发展,而产业发展又会反哺就业机会增加和收入水平提高,从而形成“收入增长-消费升级-产业繁荣”的
循环提升路径,显著提升县域经济活力。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2:返乡创业试点能够通过促进消费增长显著提升试点县域的经济活力。
(2)经济集聚效应。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不仅会促进返乡创业活动本身的集聚,还能通过“空间规划”

和“资源整合”引导产业和经济的集聚。 外部经济理论认为经济活动的集聚可以通过知识溢出、共享基

础设施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等机制提高生产效率。 试点县域往往会在交通便利、人口集中的乡镇或园区

规划“返乡创业孵化基地”“特色产业园区”等,吸引返乡创业者及关联项目进入(王西玉
 

等,2003) [26] ,
以形成产业集聚。 同时,返乡创业者的进入带来劳动力的集聚,进而催生出餐饮、物流等服务业集聚,最
终形成经济集聚态势。 如湖南省邵东市①,利用当地劳动力成本低和交通便利等优势,通过承接产业转

移以及返乡创业,创办了多家打火机生产企业及相关配套企业,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集聚,并吸引了更多

劳动力回流,促进了当地餐饮、娱乐等服务业的发展,产生了较好的经济集聚效应。 而这种集聚效应能

够通过带动相关产业协同发展,形成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双重优势。 如湖北宣恩县的“电商村”②,返
乡创业者通过引入电商和物流,在扩大市场的同时显著降低了运输和营销成本,实现了规模经济;电商

与物流服务被当地其他产业共享,不仅促进了产业协同发展,也提高了经济效益,实现了范围经济。 由

经济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能够显著提高产业经济效益,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从而进一步提

升县域经济活力。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3:返乡创业试点能够通过促进经济集聚显著提升试点县域的经济活力。
(3)金融发展效应。 返乡创业者将自有资金投入贴合县域禀赋的特色项目,显著增加了县域资金存

量,并促进了县域资金流动。 如河南省新蔡县③,返乡创业者利用自有资本开办农产品加工厂,购买设

备、建设厂房等直接带动了县内相关产业的资金流动。 试点地区鼓励的特色创业项目对金融产品的需

求往往具有多样性,会从需求端倒逼金融机构进行金融产品创新(如“电商信用贷款” “订单农业贷款”
等特色产品);同时,返乡创业活动促进了产业链完善和产业集群发展,能够扩大本地信贷市场规模,并
通过信息完善重塑本地金融机构的风险收益认知,提高其信贷积极性,从而从供给端提升金融服务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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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质量。 如四川雅安市①,返乡创业者依托“雅茶 e 贷”项目,通过茶叶产业链的上下游数据整合为金融

机构提供完备的企业生产和交易信息,有效降低了信息不对称,风险可控性的增强则直接提升了金融机

构的信贷积极性。 金融是激发现代市场经济活力的“催化剂”,返乡创业者本身的自有资金以及金融机

构信贷供给的增加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大量的资金,能够有效促进县域金融发展,进而加速经济运

转,激发经济活力。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4:返乡创业试点能够通过促进金融发展显著提升试点驱动县域的经济活力。
(4)结构升级效应。 返乡创业者将在城市积累的资金、技术、管理知识和经验引入本地产业,有助于

增强管理能力、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通过技术赋能和业态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例如,陕西省紫阳县②,通过返乡创业在“茶”主产区建立数字化品控系统,提升了种植效率;同时,积极发

展茶旅融合业态,实现了产业链价值的倍增。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鼓励返乡创业者发展乡村旅游、农村电

商及文创产业等新业态,而这些新业态往往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能够快速扩大市场份额,并改善本地

产业结构;返乡创业者为了维持其市场竞争力,会进行自我改造和升级,从而推动本地产业结构的优化

升级(斯丽娟
 

等,2024) [27] 。 此外,在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激励下,返乡人员与日俱增,其在大城市的经

历会加速本地的消费升级,更多种类、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需求又会倒逼企业加快产品升级,进而实

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总之,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返乡创业活动进行引导,通过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

的协同作用推动县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助于提高地区经济的专业化、商品化和

市场化程度(郭东
 

等,2024) [19] ,有效激发地区经济活力。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5:返乡创业试点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显著提升试点县域的经济活力。
综上所述,如图 1 所示,在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指引下,返乡创业者从大城市将资本、信息和技术等

要素带回家乡,并将各种要素投入本地经济发展中,会产生促进消费增长、经济集聚、金融发展、产业结

构升级等多种激发县域经济活力的积极效应。

图 1　 返乡创业试点促进县域经济活力提升的机制

三、实证研究设计

1. 模型设定

本文旨在探究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县域经济活力的影响。 已有文献的政策效果评估通常使用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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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推断模型,但这些模型存在诸多局限性。 如双重差分法需要满足严格的平行趋势假设和高质量的

样本数据;合成控制法适合“一对多”的情况,虽然能构建满足平行趋势的虚拟对照组,但要求处理组不

具有极值特征。 为弥补传统模型的不足,近年来有学者将机器学习应用于因果推断领域(Knittel
 

et
 

al. ,
2021) [28] 。 在县域经济研究中,由于高维控制变量的存在,传统回归模型易受“维度诅咒”和多重共线性

影响,且常规线性回归难以应对变量间常态化的非线性关系,使参数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受到质疑。 而双

重机器学习借助机器学习与正则化算法,可以自动对具有高预测精度的有效控制变量组进行筛选,从而

有效规避控制变量冗杂和主要控制变量有限的问题,并凭借处理非线性数据的优势有效防止模型误设。
基于此,本文参考王茹婷等(2022) [29] 、蒋金荷和黄珊(2024) [30] 、张涛和李均超(2023) [31] 的研究,采用

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进行返乡创业试点的政策效应评估。 构建双重机器学习部分线性模型如式(1)和式

(2)所示:
Yit+1 = θ0Dit+g(X it) +Uit (1)
E(Uit |Dit,X it)= 0 (2)
其中,下标 i 代表县域、t 为代表年份,结果变量 Yit +1 为“县域经济活力”,处理变量 Dit 为返乡创业试

点政策虚拟变量(θ0 为处理变量系数),X it 为控制变量集合,Uit 为误差项,条件均值为 0。 由于可能存在

同时影响 Yit 和 Dit 的干扰变量,而 g(X it)的具体形式还未知,故采用机器学习算法估计 ĝ(X it)。 对式

(1)中的 g(X it)求解,得到的估计系数 θ̂0 为正则化估计量,在有限样本下有偏,故进一步构建辅助回归

模型如式(3)和式(4)所示:
Dit =m(X it) +Vit (3)
E(Vit |X it)= 0 (4)
其中,函数 m(X it)形式未知,Vit 为误差项,条件均值为 0。 通过机器学习算法估计 m̂(X it),并构建残

差估计 V̂it =Dit-m(X it),利用相同算法估计主回归中的 ĝ(X it),得到 Yit -ĝ(X it)= θ0Dit +Uit,并将 V̂it 看作

Dit 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式(5)所示:

θ
~
= 1

n ∑
i∈I,t∈T

V̂itDit( )
-1 1

n ∑
i∈I,t∈T

V̂it[Yit - ĝ(X it)] (5)

此时,θ
~

0 的收敛速度取决于 ĝ(X it)、m̂(X it)向 g(X it)、m(X it)的收敛速度。 在两次机器学习估计后,
不仅能排除处理变量 Dit 中由控制变量集合 X it 导致的影响,还能加快收敛速度,从而获得有限样本下的

准确估计。 本文在回归中采用五折分割拟合的方法进行样本处理。
进一步借鉴江艇(2022) [32] 、殷志高和李恒(2025) [33] 的研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式(6)和式(7)

所示:
Mit = θDit+g(X it) +Uit,E(Uit |X it,Dit)= 0 (6)
Dit =m(X it) +Vit,E(Vit |X it)= 0 (7)
其中 Mit 为中介变量,其他变量含义同上。

2. 变量选取与测度

(1)结果变量“县域经济活力”的测度。 目前,对地区经济活力的衡量通常采用两类方法:一是构建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曹丽哲等(2021) [34] 、王小广和刘莹(2022) [35] 基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创新能力

等多维度评估区域经济活力;二是借助夜间灯光等客观数据进行间接衡量,如刘泠岑等(2023) [36] 、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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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20) [37]运用 DMSP 系列卫星和 NPP 卫星的夜间灯光数据测度地区经济活力。 考虑到县域层面的

统计数据在充分性、可比性以及数据质量上难以达到理想状态,而夜间灯光强度与区域生产、消费等经

济活动强度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不仅能真实客观地反映区域经济活动和能源消耗情况,还包含了一些传

统统计数据难以捕捉的信息,如非正规经济活动等(秦蒙
 

等,2019) [38] ,本文参考刘泠岑等(2023) [36] 的

研究,采用夜间灯光数据均值作为衡量县域经济活力的代理变量。
(2)处理变量“返乡创业试点”的赋值。 构建县域是否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的虚拟

变量,即试点县域在试点当年及以后年份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3)控制变量的选取。 借鉴吴志祥等(2024) [12] 、单德朋等(2025) [39] 、刘合光(2025) [40] 的研究,选

取以下 7 个控制变量:一是“城乡收入比”,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衡量。 二是“人力资本”,用普通中小学总人数与年末总人口之比衡量。 三是“农业就业比”,用年末第一

产业单位从业人员数占第一二三产业单位从业人员总数比例衡量。 四是“政府支持度”,用地方财政一

般预算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 五是“企业规模”,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亿元)与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数之比衡量。 六是“金融资源”,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 七是“固定

资产投资”,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万元)的自然对数值衡量。
(4)中介变量选取。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选取以下中介变量:一是“人均消费水平”,借鉴魏滨辉

(2023)等[ [17]的方法,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与年末总人口(万人)之比衡量;二是“金融发展水

平”,用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三是“经济集聚水平”,借鉴黄祖辉

(2022)等[16]的方法,用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亿元)与行政区域面积(平方公里)之比衡量;三是“产业结

构高级化水平”,采用黄祖辉等(2022) [16]的方法测算。

3. 样本选择及数据处理

本文以中西部地区 17 个省份①的 1
 

270 个县和县级市为研究样本,样本期间为 2012—2023 年。 其

中试点县域为 276 个,详细名单可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官网查找②。 本文选择以我国中西部

地区的县和县级市为研究样本,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341 个返乡创业试点地区中有近 81%位于中西

部;第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东部地区仍有较大差距,且是劳动力外流的主要地区,要素回流的边际

产出弹性更高,因而探究返乡创业试点对中西部县域经济活力的影响更具有现实意义;第三,现有关于

返乡创业试点的政策效应研究大多基于全国视角,鲜有文献针对作为劳动力主要流出地的中西部县域

进行研究。 夜间灯光亮度数据来自中国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发布的全球 500 米分辨率“类 NPP-
VIIRS”夜间灯光数据集;其他数据主要来自相应年度的《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及各省市统计年鉴,部分缺

失值通过查找各市统计年鉴或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填补。 同时,对各变量进行上下 1%的缩尾处理。
考虑到控制变量的选取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通过求解方差膨胀因子对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

诊断。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方差膨胀因子分析结果见表 2。 方差膨胀因子的均值为 1. 87,各变量的

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4,表明本文选取的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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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7 个省份分别为:中部地区的安徽省、湖北省、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湖南省;西部地区的云南省、四川省、甘肃

省、贵州省、陕西省、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

 

第一批试点名单见:https: / / www. ndrc. gov. cn / xxgk / zcfb / tz / 201706 / W020190905506628399881. pdf;第二批试点名

单见:https: / / www. ndrc. gov. cn / xxgk / zcfb / tz / 201701 / W020190905516223252251. pdf;第三批试点名单见: https: / / www.
ndrc. gov. cn / xxgk / zcfb / tz / 201711 / W020190905503540147334. pdf。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和方差膨胀因子分析结果

变　 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VIF 1 / VIF

结果变量 县域经济活力 15
 

240 2. 865 3. 503 0. 041 12. 710 3. 00 0. 333
 

367

处理变量 返乡创业试点 15
 

240 0. 088 0. 284 0 1

控制变量

城乡收入比 15
 

240 2. 346 0. 793 0. 962 3. 982 1. 17 0. 853
 

658

人力资本 15
 

240 0. 127 0. 034 0. 070 0. 193 1. 08 0. 927
 

139

农业就业比 15
 

240 0. 544 0. 175 0. 243 0. 858 1. 84 0. 542
 

544

政府支持度 15
 

240 0. 363 0. 270 0. 106 1. 113 1. 86 0. 536
 

435

企业规模 15
 

240 2. 363 1. 820 0. 168 7. 013 1. 05 0. 949
 

955

金融资源 15
 

240 0. 769 0. 331 0. 261 1. 482 2. 67 0. 374
 

275

固定资产投资 15
 

240 13. 65 1. 025 11. 60 15. 33 2. 57 0. 389
 

355

中介变量

人均消费水平 15
 

240 1. 010 0. 694 0. 193 2. 707 1. 20 0. 834
 

645

金融发展水平 15
 

240 0. 669 0. 324 0. 231 1. 433 3. 15 0. 317
 

401

经济集聚水平 15
 

240 0. 687 0. 408 0. 001 7. 405 1. 32 0. 756
 

845

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15
 

240 2. 700 0. 400 2. 029 3. 421 1. 47 0. 678
 

655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1. 基准回归

参考蒋金荷和黄珊(2024) [30]的研究,选取套索回归、弹性网络和支持向量机 3 种算法对基准模型

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无论是否控制控制变量二次项,3 种算法的检验结果均显示,“返乡创

业试点”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试点县域的经

济活力,假说 H1 得到证实。 考虑到套索回归算法具有较强的可解释性,后文均采用套索回归算法进行

模型检验。

表 3　 基于部分线性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　 量
县域经济活力

套索回归 弹性网络 支持向量机 套索回归 弹性网络 支持向量机

返乡创业试点 0. 822∗∗∗(0. 072) 0. 826∗∗∗(0. 072) 1. 113∗∗∗(0. 157) 0. 755∗∗∗(0. 128) 0. 837∗∗∗(0. 127) 1. 513∗∗∗(0. 156)
控制变量一次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二次项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5
 

240 15
 

240 15
 

240 15
 

240 15
 

240 15
 

240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2.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政策效应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是常用的一种政策效应评估方法,本文也采用该方法进行分析,以保证检验结果的可

靠性。 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如式(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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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 =α0 +βDit +θX it +ρt +τi +εit (8)
其中,Yit、Dit、X it 与基准模型含义相同,ρt 和 τi 分别表示个体(县域)固定效应和时间(年份)固定效

应,εit 为随机误差项。 DID 检验结果见表 4,“返乡创业试点”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

开展返乡创业试点显著促进了试点县域的经济活力提升。 由于政策冲击对不同个体的影响存在异质

性,使用传统的双重固定效应模型统计量来识别政策平均处理效应可能存在统计偏误,而 SA 统计量是

一种经过调整的统计量,可以有效消除异质性处理效应带来的干扰。 因此,借鉴 Sun 和
 

Abraham
(2020) [41]的研究,通过 SA 统计量进行动态效应检验,结果如图 2 所示。 排除处理效应异质性之后的动

态效应表现为事前满足平行趋势、事后政策效应显著,表明 DID 检验结果是稳健的。 此外,为避免估计

结果受未观测的其他因素影响,进一步进行随机安慰剂检验。 从 1
 

270 个样本中随机选取 276 个作为处

理组(其余作为控制组),重复抽样 500 次,检验结果如图 3 所示。 在随机实验中,伪政策变量的回归系

数集中分布于 0 附近(呈现正态分布),且远离真实估计系数(实线),说明前述 DID 检验结果并非除返

乡创业试点以外的其他因素导致的。 总之,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结果也支持本文的基本假设。

表 4　 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结果

变　 量 县域经济活力

返乡创业试点 0. 853∗∗∗(0. 067) 0. 756∗∗∗(0. 065)
城乡收入比 0. 410∗∗∗(0. 034)
人力资本 4. 519∗∗∗(0. 639)
农业就业比 -0. 996∗∗∗(0. 051)
政府支持度 1. 302∗∗∗(0. 132)
企业规模 0. 053∗∗∗(0. 006)
金融资源 -1. 717∗∗∗(0. 483)
固定资产投资 0. 189∗∗∗(0. 032)
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5
 

240 15
 

240

拟合优度 0. 498 0. 528

图 2　 动态效应检验结果 图 3　 安慰剂检验结果

3. 个体平均随机处理效应估计

借鉴蒋金荷和黄珊(2024) [30]的研究,进一步采用广义随机森林(GRF)算法考察返乡创业试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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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县域经济活力的影响。 作为一种非参数因果推断工具,广义随机森林能够通过优化节点划分准则与

“Honest”算法,有效克服传统模型(如 DID、PSM)在协变量高维性、分布失衡下的估计偏误,精准刻画个

体层面的政策效应,显著提高估计的可信度。 构建个体平均随机处理效应估计模型如式(9)所示:

τ̂(·) =argminτ ∑
n

i = 1
[Yi - m̂( -i)(X i)] - τ(X i)[Di - ê( -i)(X i)] 2 + 􀭺ω[τ(·)]{ } (9)

其中,Di 为“返乡创业试点”,Yi 为“县域经济活力”,X i 表示干扰变量(控制变量),τ̂( ·)为在给定

干扰变量 X i 的条件下个体平均处理系数,m̂(-i) (X i ) 为结果预测值, ê(-i) (X i ) 为政策实施概率,􀭺ωn [ τ
(·)]为正则化项。 图 4 展现了当树为 1

 

000、3
 

000、6
 

000、9
 

000 时的条件平均处理效应,大部分县域的

平均处理效应集中在 0 ~ 5 之间,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对县域经济活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然而,也有部分县域的处理效应小于 0,表明在少数情况下,该政策可能对县域经济活力产生抑制作用。
例如,一些县域可能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面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够完善等问题,导致政策效果不够理

想。 总体而言,返乡创业试点显著提升了大部分试点县域的经济活力。

(b)树的数量为 1
 

000 时,条件平均处置效应 (a)树的数量为 3
 

000 时,条件平均处置效应

(c)树的数量为 6
 

000 时,条件平均处置效应 (d)树的数量为 9
 

000 时,条件平均处置效应

图 4　 返乡创业试点对试点县域经济活力的处理效应分布

4. 其他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 考虑到地区生产总值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的自然对数值作为结果变量,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5 的(1)列。
(2)调整样本期间。 考虑到在不同时期的数据可能有不同的统计特性,将样本分为两个时间段分别

进行检验,以缓解时点选择偏误:一是为规避新冠疫情的干扰,并聚焦于试点的短期效果,采用 2012—
2019 年的样本进行分析。 二是采用 2015—2023 年的样本进行分析。 检验结果见表 5 的(2)(3)列。

(3)改变模型参数。 为避免模型参数设定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分别将样本分割数由 5 改为 10、
重复采样次数由 5 改为 10,重新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5 的(4)(5)列。

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表明本文的分析结果是稳健的,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

实施确实能够促进试点县域的经济活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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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　 量
人均 GDP

(1)

县域经济活力

2012—2019 年样本 2015—2023 年样本 改变样本分割数 改变重复采样次数

(2) (3) (4) (5)

返乡创业试点 0. 049∗∗∗(0. 011) 0. 554∗∗∗(0. 091) 0. 892∗∗∗(0. 119) 0. 658∗∗∗(0. 077) 0. 691∗∗∗(0. 089)
样本量 15

 

240 10
 

160 11
 

430 15
 

240 15
 

240

　 　 注:所有模型均控制了控制变量的一次项和二次项以及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下表同。

5. 机制检验

机制检验结果见表 6。 “返乡创业试点”对“人均消费水平” “金融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高级化水

平”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返乡创业试点促进了试点县域的消费增长、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
消费增长从产品和服务需求端拉动经济活动增加,金融发展为经济活跃提供“血液”,产业结构升级从产

品和服务供给端改善经济结构,进而增强县域经济活力。 因此,返乡创业试点能够通过促进消费增长、
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3 条路径提升试点县域的经济活力,假说 H2、H4、H5 得到验证。 然而,“返乡

创业试点”对“经济集聚水平”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在样本期间样本地区的返乡创业试点并没有产生

显著的经济集聚效应,假说 H3 未能得到验证。 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试点县域通常依托一些基础设施

条件较好的中小城镇作为支持返乡创业的重点,虽然能够产生一定的经济集聚作用,但范围往往较小,
对整个县域的经济集聚程度影响较小;另一方面,当前东部地区和大城市的“虹吸效应”依然显著,在劳

动力回流和返乡创业的同时,中西部县域劳动力和资源外流现象依然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返乡创

业活动的经济集聚效应。

表 6　 机制检验结果

变　 量 人均消费水平 经济集聚水平 金融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返乡创业试点 0. 006∗∗(0. 002) -0. 072(0. 051) 0. 058∗∗∗(0. 010) 0. 003∗∗∗(0. 001)
样本量 15

 

240 15
 

240 15
 

240 15
 

240

五、进一步讨论:异质性分析

1. 数字普惠金融异质性

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金融对创业发展和经济增长都至关重要。 完善的金融体系对创业活动和产

业发展具有基础性赋能作用,不仅能促进地区创业活跃度提升,还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目前,我国县

域金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突出,导致不同县域的返乡创业面临不同的金融环境,这不仅使返乡创业

试点政策对返乡创业活动本身的影响存在差异,而且还会使返乡创业试点的政策效应具有异质性表现。
考虑到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普惠金融是金融发展的方向,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契合返乡创业的特征与

需求,本文进一步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角度考察返乡创业试点影响县域经济活力的异质性。 根

据县域层面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利用四分位法进行样本划分,即将前四分之一的样本归为高

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县域,后四分之一的样本归为低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县域,分组检验结果见表 7 的

Panel
 

A。 在高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组“返乡创业试点”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低数字

普惠金融水平组“返乡创业试点”的回归系数仅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返乡创业试点对经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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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提升作用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更加显著。 其原因在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缓

解返乡创业的融资约束,使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够更有效地促进返乡创业活动,进而对县域经济活力的提

升作用更显著;而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足时,创业者需要更多地依赖自有资金,金融约束导致“幸存者偏

差”(仅有少量创业者能够突破融资约束),制约了返乡创业对经济活力的提升作用。 因此,应加快县域数

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金融服务供给质量,有效缓解创业活动和产业发展的融资约束,持续激发经济活力。

2. 交通设施异质性

返乡创业实际上也是一种要素流动的过程,而要素流动受交通设施的影响。 由于东部地区和大城

市在经济发展水平、就业机会、工资水平以及教育资源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中西部县域交通设施的完

善可能带来“虹吸效应”和“涓滴效应”的双向影响。 在交通设施得到完善(如高速公路、火车和高铁等

开通)后,一方面,可能强化东部地区和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导致中西部县域劳动力和资源外流更加严

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加强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产业合作,创造出更多的创业和就

业机会,进而减少中西部县域劳动力和资源的外流,并促进劳动力回流和返乡创业。 因此,在不同的交

通设施条件下,返乡创业试点对县域经济活力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 本文借鉴林嵩等(2023) [42] 的研

究,将样本划分为开通高铁的县域和未开通高铁的县域两组,分组检验结果见表 7 的 Panel
 

B。 在两组样

本中,“返乡创业试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但未开通组的显著性和绝对值( Chow 检验的 P 值为

0. 000,组间系数差异显著)均大于开通组,表明返乡创业试点对经济活力的提升作用在未开通高铁的县

域更强。 其原因在于:高铁开通提升了县域交通的便利性,放大了“虹吸效应”,优质资源(劳动力、资本

等)流入东部地区或大城市,不仅抑制了县域返乡创业活动(王赟赟
 

等,2019) [43] ,也使得返乡创业试点

政策对返乡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被部分稀释;而未开通高铁的县域因要素外流成本较高,返乡创业者更

易依托当地的劳动力等资源开展创业活动,地方政府的返乡创业促进政策也可以产生较好的效果。

3. 信息化水平异质性

政策实施的效果和创业活动的开展都与地区信息化水平密切相关。 随着地区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政策的传达更畅通、实施更有效,创业者也能够更及时地获取相关信息、更好地把握创业机会,从而提高

创业活跃度和创业成功率。 本文借鉴徐帆等(2025) [25]的研究,采用宽带接入用户数衡量县域信息化水

平,利用四分位法进行分组,即前四分之一的样本划为高信息化水平县域,后四分之一的样本划为低信

息化水平县域,分组检验结果见 7 的 Panel
 

C。 在两组样本中,“返乡创业试点”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但高信息化水平的系数更大(Chow 检验的 P 值为 0. 000,组间系数差异显著),表明返乡创业

试点对经济活力的提升作用在信息化水平较高的县域更强。 原因在于:信息化水平较高的县域信息透明度

较好,并且往往数字化水平也较高,返乡创业者能够更好地捕捉相关政策和市场信息、更好地把握创业机

会,这会使乡创业试点政策能够更有效地促进返乡创业活动的开展,进而产生更强的经济活力提升效应。

表 7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　 量

县域经济活力

Panel
 

A:数字普惠金融水平 Panel
 

B:是否开通高铁 Panel
 

C:信息化水平

高 低 开通 未开通 高 低

返乡创业试点 1. 047∗∗∗(0. 141) 2. 780∗(1. 515) 0. 504∗∗(0. 247) 0. 652∗∗∗(0. 241) 0. 690∗∗∗(0. 138) 0. 659∗∗∗(0. 212)
样本量 3

 

816 3
 

816 1
 

948 13
 

292 3
 

816 3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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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启示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正经历从大规模“离乡背井”到“雁归故里”的转变,将这一人口流动趋势转化

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需要有效的政策引导,返乡创业试点正是为规范和促进返乡创业活动进而

激发县域经济活力而推出的关键制度安排。 本文采用我国中西部地区 1
 

270 个县和县级市 2012—2023
年的面板数据,基于双重机器学习方法评估返乡创业试点对试点县域经济活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返

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试点县域的经济活力,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个体平均随机处理效应

模型以及替换被解释变量、调整样本期间、改变模型参数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支持该结论。 (2)返乡创

业试点能产生消费增长效应、金融发展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进而提升试点县域的经济活力,但未

能产生显著的经济集聚效应。 试点县域应推动以点带面的返乡创业试点扩围,并积极改善基础设施和

发展环境,逐步扭转劳动力和资源持续外流的现象,以不断强化返乡创业的经济集聚效应。 (3)返乡创

业试点对经济活力的提升作用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更加显著,在未开通高铁的县域、信
息化水平较高的县域更强,表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信息化水平以及抑制劳动力和资源外流有助于

返乡创业试点产生更好的政策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持续推进并完善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总结返乡创业试点经验并逐步扩大推广范围,为返乡创

业活动提供有利环境条件和有效政策支持,促使更多更优质“雁归”深耕于中西部县域。 早年,农民工为

追求更高收入和生活水平,大量涌入东部地区和大城市,形成
 

“产业引人”
 

现象;随着东部
 

“腾笼换鸟”、
产业升级及生活成本攀升,在国家支持和政策引导下,越来越多的返乡人员看到了家乡的发展潜力与机

遇,返乡创业人数逐年稳步增长,从“产业引人”转向“人引产业”。 应充分利用这种“雁归经济”的机遇,
为返乡创业保驾护航。 针对普遍存在的如土地流转受限、行政审批复杂、融资难、融资贵以及基础设施

不完善等创业障碍,应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专门服务通道,并通过税收优惠和创业补贴降低返乡创业成

本,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推动返乡创业活动增量提质。
第二,积极提振县域消费,加快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推动县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充分激发县域

经济活力。 一是形成“创业-增收-消费-创业”的内生循环,有效激活消费拉动力。 通过支持创业提升

居民收入,为消费增长提供持续动力;通过发放“县域特色定向消费券”等助力本地返乡创业企业的特色

产品(如特色农产品和乡村民宿等)销售,既激活本地消费市场,又带动返乡创业项目发展;从而形成创

业增收促消费、消费增利促创业的良性循环。 二是强化金融支撑力,推动金融服务下沉。 加快金融服务

向乡镇、村庄延伸,在乡镇合理规划设立“创业金融服务站”等网点,针对返乡创业的金融需求,引导金融

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如“产业链贷”等),提高金融配置效率,缓解金融约束,为县域经济运转注入稳定的

资金活水。 三是推动返乡创业赋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催生产业新业态。 引导

和支持返乡创业因地制宜发展,依托资源禀赋培育新兴特色产业,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打造全产业链

生态;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推动特色农业、文旅与电商的有机结合,激活产业新业态。
第三,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 信息化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地区

要加大财政专项投入,完善信息和数字基础设施,优先推进重点村镇宽带、5G 网络全覆盖,对于智能仓

储、数字物流等项目给予重点支持以补齐基建短板;同时,联合电商、农业龙头企业开展实操培训并搭建

政策对接数字平台,提高信息透明度和资源配置效率。 信息化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要积极发展“数字

化+文旅”等新产业业态,拓展应用场景,并且构建跨区域数据共享平台,引导形成“龙头引领、中小跟跑”
的创业生态,进一步放大政策转化效能。 在未开通高铁的县域,政府应抓住“低流动性”带来的资源留

存,加大政策激励力度,对本地创业人员在政策优惠的基础上附加额外的福利补贴,有效提升创业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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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在开通高铁的县域,应大力宣传本地创业的政策优惠和机遇,吸引更多创业者前来创业,并围绕高

铁布局物流节点、电商中心等,将交通优势转化为自身发展优势;同时,要不断改善自身发展条件,促使

“虹吸效应”向“涓滴效应”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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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migration
 

of
 

rural
 

labor
 

to
 

coastal
 

areas
 

has
 

led
 

to
 

sluggish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abor-exporting
 

regions.
 

Later,
 

driven
 

by
 

policy
 

guidance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further
 

suppor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towns
 

and
 

strengthened
 

policies
 

after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turning
 

home
 

entrepreneurship
 

has
 

gradually
 

become
 

a
 

trend.
 

Enhancing
 

county
 

economic
 

vitality
 

is
 

a
 

crucial
 

condition
 

for
 

sustaining
 

the
 

s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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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he
 

micro-foundation
 

of
 

China’ s
 

regional
 

economy.
 

The
 

pilot
 

policies
 

for
 

returning
 

home
 

entrepreneurship
 

have
 

provided
 

a
 

policy
 

opportunity
 

for
 

releasing
 

the
 

vitality
 

of
 

county
 

economies.
 

Existing
 

studies
 

mostly
 

focus
 

on
 

the
 

direct
 

impact
 

of
 

returning
 

home
 

entrepreneurship
 

on
 

employment
 

and
 

income,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national
 

perspective.
 

They
 

rarely
 

construct
 

the
 

transmission
 

path
 

between
 

returning
 

home
 

entrepreneurship
 

and
 

county
 

economic
 

vitality,
 

nor
 

do
 

they
 

provide
 

differentiated
 

explanations
 

for
 

counti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Taking

 

counties
 

and
 

county-level
 

citi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as
 

samples,
 

this
 

paper
 

adopts
 

the
“double

 

machine
 

learning”
 

method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impact
 

of
 

the
 

pilot
 

policies
 

for
 

returning
 

home
 

entrepreneurship
 

on
 

county
 

economic
 

vitality,
 

and
 

analyzes
 

the
 

internal
 

operational
 

logic
 

from
 

four
 

dimensions:
 

“consumption,
 

agglomeration,
 

finance,
 

and
 

industr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ilot
 

policies
 

for
 

returning
 

home
 

entrepreneurship
 

have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economic
 

vitality
 

of
 

counti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and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echanism,
 

the
 

policies
 

promote
 

county
 

economic
 

vitality
 

mainly
 

through
 

the
 

paths
 

of
 

“boosting
 

consumption,
 

alleviat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advanc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while
 

“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level”
 

has
 

not
 

exerte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ounty
 

economic
 

vitality;
 

further
 

heterogeneous
 

analysis
 

reveals
 

that
 

returning
 

home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in
 

“ regions
 

with
 

relatively
 

high
 

digital
 

development
 

levels”
 

and
 

“ regions
 

without
 

high-speed
 

rail
 

access”
 

have
 

a
 

more
 

prominent
 

driving
 

effect
 

on
 

county
 

economic
 

vitality.
The

 

innovation
 

and
 

value
 

of
 

this
 

paper
 

are
 

reflected
 

as
 

follows:
 

Theoretically,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counti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with
 

the
 

pilot
 

policies
 

for
 

returning
 

home
 

entrepreneurship
 

as
 

the
 

driving
 

factor
 

for
 

county
 

economic
 

vitality,
 

it
 

reveals
 

the
 

county-specific
 

transmission
 

logic
 

of
 

“ activating
 

the
 

local
 

consumer
 

market
 

and
 

optimizing
 

the
 

county
 

industrial
 

structure”,
 

supplements
 

the
 

differentiated
 

experienc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under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and
 

provides
 

a
 

more
 

accurate
 

technical
 

path
 

for
 

evaluating
 

policy
 

effects
 

at
 

the
 

county
 

level
 

through
 

double
 

machine
 

learning.
 

Practically,
 

it
 

not
 

only
 

empirically
 

verifies
 

the
 

significant
 

driving
 

effect
 

of
 

the
 

policies
 

on
 

the
 

economic
 

vitality
 

of
 

counti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providing
 

empirical
 

support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continue
 

and
 

expand
 

these
 

policies,
 

but
 

also
 

clarifies
 

that
 

consumption
 

growth,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are
 

the
 

core
 

transmission
 

paths
 

of
 

the
 

policies
 

( the
 

economic
 

agglomeration
 

effect
 

has
 

not
 

yet
 

emerged).
 

It
 

also
 

identifies
 

the
 

heterogeneous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ization
 

levels
 

and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study
 

provides
 

a
 

quantifiable
 

basis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formulate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and
 

allocate
 

resources
 

precisely,
 

and
 

holds
 

significance
 

for
 

academic
 

exchang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regard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unty
 

economies
 

in
 

the
 

background
 

of
 

“ rural
 

revitalization”.
 

Meanwhile,
 

it
 

offers
 

a
 

directly
 

referential
 

policy
 

framework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confronted
 

with
 

rural
 

labor
 

outflow
 

and
 

insufficient
 

rural
 

economic
 

vitality,
 

provides
 

a
 

concrete
 

referenc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explore
 

urban-rural
 

balanced
 

development
 

paths
 

that
 

align
 

with
 

local
 

realities,
 

and
 

holds
 

important
 

value
 

for
 

enriching
 

the
 

practical
 

map
 

of
 

global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moting
 

cross-regional
 

exchange
 

of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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